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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由新冠疫情引發的公共衛生

困境正在加劇社會與政治危機，當下人們共同生活的理想

和實踐正在遭受嚴峻挑戰。在此背景下，本文將重新審視

神學家巴特的政治神學論述，反思其中關於信仰社群責任

倫理與行動的議題。具體而言，這一議題可以從兩個維度

展開。首先，通過解析福音與律法的關係，巴特界定了信

仰社群責任倫理的規範，即見證上帝聖言的先知行動。其

次，通過分析信仰共同體與政治共同體的關係，巴特指明

了作為祭司的信仰社群責任行動的政治導向與類比內涵。

本文試圖表明，巴特在面對各種危機時進行的責任倫理思

考，結合了連貫一致的教義立場與高度處境化的政治主

張，將啟發我們在當下的危機環境中追求共同生活願景的

倫理實踐。 

 

關鍵詞：巴特  政治神學  責任倫理  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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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 
二二年初以來，突發的新冠疫情在全球各地蔓

延，嚴重威脅着人們的生命和健康，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加速着各地社會生態的危機。時至今日，人們在保全生命

與維護健康方面的努力已初見成效；相比之下，對隨疫情

而來的社會生態危機則回應乏力。這其中的兩種趨勢特別

值得政治神學領域學者的關注。1一方面，持續的公共衛

生困境加劇了民主社會內部長期積累的社會不平等和不公

義，更暴露出極端個人主義意識形態包裝下的自私、排他

和對共同體成員利益的漠視。2另一方面，大規模的公眾

恐慌和不安也加速了威權治理的傳播，人們逐漸習慣於被

操縱的媒體和輿論，認同集權體制的優越，並默許統治者

利用各種手段瓦解社會團結和消滅國內政敵。3上述現象

突顯出由疫情所引發的緊迫問題，那就是：當人類社群受

制於社會生態的危機而逐漸背離共同生活的願景，我們應

當如何負責任地回應？這其中，信仰社群又該如何理解並

踐行自身的責任？4在此背景下，本文將重新審視瑞士新

教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的政治神學論述，反思其中關

於信仰社群責任倫理與行動的議題。基於思想史的考察，

                                                             
 1. 截至二二一年一月，漢語神學思想界針對由新冠疫情引發的神學、倫理與政治議題

發表的專題研究作品寥寥無幾。值得一提的是中華神學人協會於二二年末主辦的 
「疫情下的神學反思」研討會，其中陸港兩地的學者對此做出了初步嘗試。關於會議
主 題 與 具 體 內 容 ， 詳 見 https://isc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 
Nid=1501&Pid=1&Version=0&Cid=8&Charset=big5_hkscs（2021年 5月 31日瀏覽）。 

 2. Paul Krugman, “The Cult of Selfishness is Killing America”, New York Times, 27 July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27/opinion/us-republicans-coronavirus.html, accessed 31 
May 2021). 

 3. 從政治與歷史視角探討威權主義復興及其成因的近期作品包括：John Keane, The New 
Despot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Anne Applebaum, Twilight of 
Democracy: The Seductive Lure of Authoritarianism (New York: Doubleday, 2020)。 

 4. 筆者對「共同生活」概念及其背後政治神學傳統的理解，均受惠於杜克大學神學院教
授布雷瑟頓（Luke Bretherton）的新著。參見 Luke Bretherton, Christ and the Common 
Life: Political Theology and the Case for Democrac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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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指出，巴特在回應二戰前後各種危機時所提出的政

治神學方案，可以概括為信仰社群忠於上帝呼召的抵抗與

重建責任。在此基礎上，我們試圖說明，巴特將為漢語神

學界提供獨特的思想資源，幫助我們更好地思考上述由疫

情危機所引發的核心問題，並啟發我們分辨危機環境下的

各種實踐方案。 

作為政治神學領域的一項最新成果，本文將聚焦巴特

政治神學思想的核心議題及其延伸性討論。近年來國際神

學界在對巴特政治神學保持濃厚興趣的同時，也呈現出較

強的批判研究傾向。5例如，美國基督教倫理學家多倫

（Gary Dorrien）在其新作中聚焦於由巴特開啟的辯證神

學運動，指責其偏狹的神學視野和政治立場嚴重阻礙了二

三十年代歐陸社會民主運動的發展。6與此呼應，包括亨

辛格（George Hunsinger）、坦納（Kathryn Tanner）在內

的不少同情巴特的學者也承認其神學立場對民主政治的貢

獻相當有限。7在德語學界，以瓦格納（Falk Wagner）和倫

                                                             
 5. 僅在近兩年出版《牛津巴特手冊》（Paul Dafydd Jones & Paul Nimmo [eds.], Oxford 

Handbook of Karl Bar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和《威立布萊克威爾巴
特指南》（George Hunsinger & Keith Johnson [eds.], 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 to Karl 
Barth [West Sussex: Wiley Blackwell], 2020）兩本巴特研究權威手冊，就包括了探討巴
特政治神學與公共生活、社會主義、納粹主義等關係的多篇專論。此外，巴特政治神
學也貫穿在對其神學思想發展史、教義神學的結構與主題，以及與各種神學流派的對
話中。 

 6. Gary Dorrien, Social Democracy in the Making: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Roots of European 
Socialis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218。在筆者看來，多倫的批
評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上世紀萊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對巴特神學倫
理學徑路的片面解讀。關於尼布爾的批評以及巴特的回應，可見 Reinhold Niebuhr, 
Essays in Applied Christianity (New York: Meridian Press, 1959)；Karl Barth, “Continental 
vs. Anglo-Saxon Theology: A Preliminary Reply to Reinhold Niebuhr”, The Christian Century, 
66 (1949), pp. 201-204。 

 7. 參見 George Hunsinger, How to Read Karl Bar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42；John W. De Gruchy, Christianity and Democracy: A Theology for A Just World Order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42；Kathryn Tanner, “Barth 
and the Economy of Grace”, in Daniel L. Migliore (ed.), Commanding Grace: Studies in Karl 
Barth’s Ethics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10), pp. 176-197。關於英語學界在問題研



李泉 

 36 

托夫（Trutz Rendtorff）為代表的慕尼黑學派神學家們則通

過重構巴特神學論述的歷史處境，力圖揭露巴特神學倫理

學隱含的威權主題與反民主傾向。8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學

者在研究中一方面將批判分析的焦點局限在巴特相對抽象

的神學命題或論述上，另一方面又對其政治主張的處境化

內涵與實踐意義缺乏同情理解，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都忽

略了貫穿巴特教義神學與政治神學主張的獨特倫理層面。 

漢語神學界近年來對巴特思想的引介和吸收有長足發

展，而最新的研究進展體現在，將巴特定位為一位「返本

開新」的神學思想典範，將其神學視為在具體處境中信仰

和順服基督啟示的見證，同時也是教會內外的宣講和教

導。9值得一提的是，劉小楓曾在早期的介紹中注意到巴

特在著名的《巴門宣言》（Barmer Erklärung）中力圖表達

的政治神學立場，即教會唯有聆聽通過耶穌基督傳達的上

帝聖言，才能毫不妥協地抵制納粹政權的自我神聖化和國

                                                             
究方面的綜述，參見David Haddorff, Christian Ethics as Witness: Barth’s Ethics for a World 
at Risk (Eugene: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11)。 

 8. 參見 Falk Wagner,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des Protestantismus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1995), p. 52；Falk Wagner & Trutz Rendtorff, The Realization of Freedom: 
Contributions to the Critique of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Mohn, 1975), pp. 7-9。對慕尼克學派巴特批評的重要回應，可參見 Arne 
Rasmusson, “Historiography and Theology: Theology in the Weimar Republic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d Reich”, Kirchliche Zeitgeschichte, 20 (2007), pp. 155-180。 

 9. 參見瞿旭彤，〈「返本開新」的思想典範—漢語處境中再思巴特神學〉，載《基督
教文化學刊》41（2019），頁 3。趙紫宸是漢語基督教思想史上研究巴特的早期代表學
者，見氏著，〈巴德的宗教思想〉，載《趙紫宸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年），第二卷，頁 1-37。楊俊杰的近期研究發現，在趙紫宸之前有彭彼得和陳增輝專
門介紹巴特神學思想，前者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六年撰寫過介紹巴特的專文，後者
則在一九三六年翻譯發表巴特的講章。詳見楊俊杰，〈在趙紫宸之前：也談巴特神學
在中國的最早介紹〉，載《基督教文化學刊》41（2019），頁 90-109。漢語思想界對
巴特的最新研究進展可參見：鄧紹光、賴品超編，《巴特與漢語神學》（香港：漢語
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歐力仁、鄧紹光編，《巴特與漢語神學 II：巴特逝世四
十周年紀念文集》（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8）；以及 Paulos Z. Huang & 
Thomas Xutong Qu (eds.), Yearbook of Chinese Theology 2019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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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10黃瑛在近期一項針對《巴門宣

言》的歷史研究中，詳盡追溯了巴特在《巴門宣言》撰寫

過程中扮演的主要角色以及圍繞《巴門宣言》展開的各種

爭論，明確指出《巴門宣言》儘管在猶太人問題上存在盲

區，但仍不失為德國新教教會在危機中見證與認信真理的

責任實踐。11此外，郭鴻標、陳韋安、李志雄等人也分別

從基督論、終末論等視角勾勒出了巴特政治倫理的實踐特

徵。12上述研究都觸及到了巴特責任倫理議題的不同層

面，但遺憾的是，皆未能充分說明責任倫理與行動之於巴

特教義神學與政治神學的獨特意義，也無從評估其責任倫

理之於信仰社群的實踐潛力。 

對巴特而言，人類責任的源頭來自上帝的神聖律令

（divine command），由此帶來一系列與康德責任倫理學

的重要差別。在倫理學類型中，康德代表的是一種基於規

則的義務論（rule-deontology），強調相比於行動結果而

言順服道德準則本身的重要性。巴特一方面讚賞康德對順

服的強調，13另一方面則拒絕順服的對像是普遍準則，因

為後者根本無法描繪上帝審判與救贖行動的鮮活內容。為

此，他強調上帝律令相對於每一個人類具體處境的獨特

性；相應的倫理義務只能以一種在特定處境下採取特定行

動要求的方式，而無法通過一般性的規則得到認識和遵

                                                             
 10. 劉小楓，〈上帝就是上帝〉，載氏著，《走向十字架的真：20 世紀基督教神學引論》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頁 42-43、60。 
 11. 黃瑛，〈《巴門宣言》的形成史、內涵與局限〉，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51

（2019），頁 195。 
 12. 郭鴻標，〈巴特政治倫理的不同面貌〉，載《建道學刊》42（2014），頁 171-196；陳

韋安，〈「願你的國降臨」—比較侯活士與巴特的終末政治倫理以作為香港抗爭神
學的建構基礎〉，載《建道學刊》46（2016），頁 135-153。李志雄，〈巴特早期神學
中的社會主義思想初探〉，載《基督教文化學刊》41（2019），頁 70-89。張旭，《卡
爾．巴特神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 246-247。 

 13.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2, (ed. G. W. Bromiley and T. F. Torrance; Edinburgh: T&T 
Clark, 1957), p.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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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倫理學家洛文（Robin Lovin）據此指明，巴特提出的

倫理學類型事實上是一種基於行動的義務論（ act-

deontology）。14筆者在他處也曾指出，巴特神學倫理學的

一個核心主題，是只有當人們聆聽、順服並回應作為終極

道德主體的上帝聖言時，才能真正展現出負責任的意志和

行動。同樣重要的是，巴特在各種政治處境下發展責任倫

理的議題時，並非出於單純的理論目的，而是説明信仰社

群辨明符合福音立場的實踐方案。基於這些理由，筆者認

為，最好將巴特的責任倫理視為一種獨特的實踐倫理，其

中包含着對政治秩序和行動的深刻判斷。15 

在本文中，我們將延續上述思路，將討論延伸至巴特

責任倫理在政治危機處境中的具體表達這一主題。在文本

選擇上，我們秉持「詳人所略，略人所詳」的原則，選取

被漢語學界所忽視的《巴門宣言》之外其他重要政治神學

文獻。16在文本解讀方面，我們聚焦在不同政治處境中關

乎信仰社群責任倫理的教義立場與實踐方案。借此努力，

我們嘗試豐富學界對巴特政治神學主題的理解，突顯目前

尚被忽略的巴特在其倫理層面發展出的獨特思想，並秉承

巴特責任倫理的精神而拓展其實踐範疇。 
                                                             
 14. 參見 Robin Lovin, Christian Faith and Public Choices: The Social Ethics of Barth, Brunner, 

and Bonhoeffer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4), pp. 24-28。關於巴特倫理學特徵及其
與康得關係的討論，可參見 Robert Wills, The Ethics of Karl Barth (Leiden: E. J. Brill, 1971), 
pp. 157-171；Nigel Biggar, The Hastening that Waits: Karl Barth’s Eth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David Clough, Ethics in Crisis: Interpreting Barth’s Ethics 
(Hampshire: Ashgate, 2005)；Gary Dorrien, Kantian Reason, and Hegelian Spirit, The 
Idealistic Logic of Modern Theology (West Sussex: John Wiley & Sons, 2012), Chapter 8；
John E. Hare, God’s Comm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apter 5。 

 15. LI Quan, “Karl Barth in Beijing: Towards a Political Ethics of Collective Right in Neoliberal 
China”, Political Theology 20.5 (2019), pp. 1-13. 

 16. 除了上文提及的中文作品外，近年來英語世界關於巴特政治神學的主要研究作品包括：
Paul Peterson, The Early Karl Barth: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Intellectual Formation 1905-
1935 (Tubingen: Mohr Siebeck, 2018)；Carys Moseley,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Haddorff, Christian Ethics 
as W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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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納粹危機與信仰社群的抵抗責任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由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迅速壯

大成為德國國會第一大黨。希特勒自己擔任總理後，很快

推動國會通過了《解救人民與帝國苦難法》（Gesetz zur 

Behebung der Not von Volk und Reich，簡稱《授權法案》

[Ermächtigungsgesetz]），取締國內所有非納粹黨派，為建

立獨裁政權鋪平了道路。不僅如此，納粹一方面逐步取消

民眾結社和宗教自由，另一方面則積極扶持新教教會，特

別是路德宗內部興起的德意志基督徒運動。通過這種方

式，野心勃勃的獨裁者們試圖打造出一套在親納粹的「帝

國主教」領導下的國教組織系統，同時從路德宗神學中尋

找資源，為德意志民族主義和獨裁政權辯護。17面對突如

其來的社會與教會生態危機，巴特一改在魏瑪時期的超然

立場，於一九三一年五月正式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D）。隨後在

一九三三年三月納粹即將對社會民主黨進行圍剿的前夜，

巴特更是不顧黨部的撤退建議和同為黨員的神學家蒂利希

（Paul Tillich）的勸告，堅持保留自己的黨員身份。18在

教會內部，他痛心教義的扭曲、政教合謀以及對國家權力

的神聖化等對教會的腐化，使其逐步淪為納粹的幫兇。作

為信仰上的回應，他挺身而出，透過參與組建認信教會並

主筆撰寫著名的《巴門宣言》，擔當起捍衛福音立場和抵

                                                             
 17. David Haddorff, “Introduction”, in Karl Barth, Community, State, and Church: Three Essays 

(Eugene: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04), pp. 10-12. 
 18. 巴特在這一時期的其他政治實踐，可參考 Eberhard Busch, Karl Barth: His Life from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Texts (London and Philadelphia: SCM Press, 1976), Chapter 5。
巴特在一九三一年決定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並在兩年後拒絕退黨的經過，參見同上，
頁 217、225。一九一五年，青年時期的巴特曾在擔任牧職時加入過瑞士社會民主黨，
參見 Gary Dorrien, “Barth and Modern Liberal Theology”, in Hunsinger & Johnson (eds.), 
The 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 to Karl Barth, p.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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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教會陷落的神學旗手。19一九三五年，即《巴門宣言》

發表後一年，巴特繼續在公開講演中發展針對納粹政權的

批判，並隨後出版了與演講題目同名的小冊子《福音與律

法》（Evangelium und Gesetz）。「福音」與「律法」的

概念植根於路德宗傳統，但這裏，巴特對其進行了創造性

的闡釋來突顯滿有權威的上帝恩典的神聖特徵以及教會反

對納粹意識形態的責任行動。 

對路德而言，律法與福音之間的區別是建立在聖經教

義基礎上的：律法是上帝對人類提出的要求，暴露出人類

的罪，即他們無法遵循上帝的誡命因而需要完全依賴上帝

的恩典；福音作為赦罪的訊息使基督和他的義成為罪人稱

義的保障。簡言之，作為上帝的要求和應許，律法和福音

共同表達出上帝對人的神聖之愛。基於這一區分，路德提

出了律法的兩種不同用法。從神學角度講，法律是一面鏡

子，可以揭示罪惡並將罪人定罪。對實現上帝的誡命來

說，其作用是必要卻消極的。這又引申出路德從政治角度

對律法的運用，他將其視為遏制人類罪惡和維護社群秩序

的轡繩。20正是在第二種用法中，路德本人無意間打開了

一扇後門，使得後輩路德宗神學家得以將家庭、民族和國

家等人類社會結構逐漸高舉為創造主旨意的表達，並主張

                                                             
 19. 關於德國認信教會的背景以及《巴門宣言》的具體內容與影響，參見 George Hunsinger, 

“Barth, Barmen, and the Confessing Church Today”, in Disruptive Grace: Studies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00), pp. 60-88。《巴門宣言》的起
草小組最初由三人組成，巴特作為改革宗代表，另外二人皆為路德宗代表。巴特撰寫
了《巴門宣言》草案的序言和正文的五條條款，隨後又參照路德宗神學家的建議有所
增補。參見黃瑛，〈《巴門宣言》的形成史、內涵與局限〉，頁 184-186。 

 20. 按照路德的說法，聖經中的法律和一般法律是可以互換使用的。前者是指包括十誡和
利未法典在內的上帝誡命，而後者是指通過強制和懲罰得以執行的任何法律法規。路
德通過自然法的概念將兩者聯繫起來，這是中世紀學者的遺產。關於巴特與路德各自
的律法概念及其關係，參見 Derek Woodard-Lehman, “The Law as the Task of the Gospel: 
Karl Barth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n Apostolic Pragmatism”, Journal of Jewish Ethics 2.1 
(2016), pp.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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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結構在創造的次序中享有在基督和聖經之外的獨立權

威。21在同一時期諸如史塔佩爾（Wilhelm Stapel）和希爾

施（Emanuel Hirsch）等路德宗神學家的主張中，巴特發

現上述神學和政治意義上的律法概念已被用來合理化德意

志民族規範（Volksnomos），而後者正是德意志基督徒運

動和納粹意識形態的核心要素。22對此，他演講中的回應

明確而果斷：對任何試圖戳穿納粹政治謊言的人來說，首

要任務必須是糾正當下路德宗的神學錯誤。 

巴特首先同意路德的觀點，接受在信仰傳統中區分福

音和律法的必要性。但同時他反對當下路德宗的解釋，堅

持認為律法必須在福音中才能被理解，並且律法必須以福

音為目的。他說道，那些用「在神人之間或善惡之間」等

倫理範疇來區分律法和福音的做法是錯誤的。23福音和律

法其實彰顯出了作為上帝聖言的耶穌基督的不同方面。作

為聖言的內容，福音優先於律法，因為它揭示了上帝在耶

穌基督裏為我們所成就的和將會為我們所成就的恩典。相

比之下，律法作為聖言的形式告訴我們人類必須為上帝做

甚麼。通過這種方式，巴特遂將路德「律法與福音」的提

法轉化為了「福音與律法」，更進一步指出福音本身正具
                                                             
 21.有趣的是，在三十年代之前的早期神學作品中，巴特也曾捍衛與創造秩序相似的學說。

然而，從其《教會教義學》開始，他改變了立場並否定了自己此前的觀點。關於這轉
變的過程，參見Paul Nimmo, “The Order of Creation in the Theological Ethics of Karl Barth”,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60 (2007), pp. 24-35。 

 22. 史塔佩爾在一九三二年發表的作品《基督教政治家》（Der christliche Staatsmann）中
首次提出「民族規範」的概念，認為《新約》（以及隨後的基督教）宣導的律法觀不
僅僅是對《舊約》的成就，也同時成就了所有其他民族的法律。他在種族主義意識形
態的基礎上定義了「德意志民族規範」。史佩爾的同事赫希則將路德神學的律法觀與
「德意志民族規範」結合在一起，進而將後者解釋為神聖的生命法則。在該法則作為
上帝在歷史中和當下的旨意要求人們服從並承擔責任。這一時期的相關神學作品，參
見 Paul Althaus, Die deutsche Stunde der Kirche (Göttingen: Der Dienst des Pfarrers, 1933)；
Friedrich Gogarten, Einheit von Evangelium und Volkstum? (Hamburg: Hanseatische 
Verlagsanstalt, 1933) ； Emanuel Hirsch, Die gegenwärtige geistige Lage im Spiegel 
philosophischer und theologischer Besinnung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34)。 

 23. Karl Barth, “Gospel and Law”, in Community, State, and Church: Three Essays, pp. 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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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律法的樣式，上帝的恩典恰恰就是他滿有權威的恩典。

他說：「福音中的律法正如約櫃中的西奈石版，以這樣的

方式，使福音始終在律法中展現、宣揚，關照那些用上帝

誡命緊緊包裹起來的嬰兒床中的人類。」24 

筆者認為，為了克服路德宗教義區分律法和福音所帶

來的問題，巴特提出了一種新穎的解決方案，即保持律法

和福音的統一而不是將兩者分離或割裂，因為兩者都源自

於上帝的神聖啟示。進一步講，以上帝的獨一聖言為基

礎，律法必須被視為仁慈上帝的啟示和工作。正如他概述

的那樣，這是先於人類自決的上帝的決定。這既是對人類

自由的宣稱，同時也規範和裁斷人類對這種自由的使用。

總而言之，現在律法的作用已不完全是消極的，而是為人

類的意志和行動提供了積極的目標指導。透過這種方式，

巴特事實上引入了法律的第三種用法，這一倫理意義上的

用法可以追溯到加爾文和改革宗傳統。25而巴特比改革宗

先輩更進一步，提出以基督為中心的律法概念，將神學教

義堅固錨定在了作為上帝滿有權威恩典的耶穌基督的神聖

啟示中。需要指出的是，對巴特而言上述工作的意義是雙

重的：它既是教義神學的爭論，也是政治神學的拓展。巴

特認為從福音邁向律法的思考次序是至關重要的教義問

題，正如必須從稱義到成聖，從信仰到行為，從教會到國

家進行思考的正確次序一樣。這種對福音和律法正確次序

的持守使巴特得以排除與自然法或創造次序有關的任何神

                                                             
 24. 同上，頁 80。強調為原作者標注。 
 25. 加爾文在其《基督教要義》中對律法的三種用途有詳細討論，詳見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60), Volume II, 
Chapter 7, §6-13。路德宗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爭論才對律法的第三種用法做出了肯定，其
中的重要文獻是一五七七年各方共同簽署的《協和信條》（Formula of Concord），詳
見第 6 條內容。參 Robert Kolb, Timothy Wengert & Charles Arand (eds.), The Book of 
Concord: The Confessions of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Minneapolis: Fort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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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基礎。26沿着這一思路，彰顯在耶穌基督裏的上帝聖言

便無法被所謂德意志國家法則或民族精神所同化；恰恰相

反，上帝的聖言構成了後兩者的對立面。借此巴特得以將

教義立場清晰地與政治議題聯結起來。 

我們更可進一步指出，重塑律法與福音關係得以讓巴

特更加準確地定位教會的先知責任與行動。在他看來，由

於律法只能以福音為目的才有效力，而福音的內容正是上

帝在世界中實現並彰顯出與罪人的和解，因此教會便可在

其中找到自己作為先知見證聖言的身份： 

 

如果教會的存在本身，她的教導和對遵守上帝律法

（命令、質問、訓誡和指控）的行動對世界、國家和社會

而言不再是可見的和可以理解的，那麼她將不再是教

會……如果律法的這些方面不再成為先知性的見證，見證

上帝反對所有人類的罪性、違法和不義的神聖意志，那麼

教會就不再是教會。為此，我們應當得出全面而透徹的結

論，即律法不過是福音的必要形式，其內容正是恩典。27 

 

為了履行這一職責，巴特堅持身處危機環境中的教會

必須在禱告、悔改和寬恕的行動中忠實於福音。這些倫理

行動既引導教會自由地服從上帝的誡命，又引導他們見證

出上帝的恩典，誠如巴特所言，「上帝的恩典為我們成就

了一切，而我們的 目標必定是見證這一作為」。28當教會

認真採取這些行動時，便可以識破和抵制納粹意圖將國家

                                                             
 26. Karl Barth, Karl Barth’s Table Talk (ed. John D. Godsey; London: Oliver and Boyd, 1965), p. 

7。巴特對律法與福音關係的全面闡述是在其《教會教義學》第二部，第二卷，第 36
節：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2 , pp. 509-542。 

 27. Barth, “Gospel and Law”, pp. 79-80。強調為原作者標注。 
 28. 同上，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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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的政治秩序包裝成為上帝律法的詭計了。正是在

這一意義上，我們發現巴特提出的抵抗責任與行動不僅包

括了針對納粹極權統治的政治抗爭；更為重要的，巴特強

調教會當下的抵抗必須延續和繼承宗教改革的精神傳統，

即抵抗一切在上帝之外的偶像崇拜，無論這些偶像來自國

家還是民族規範。巴特在同一時期的公開演講「作為抉擇

的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 as Decision）和前文提及

的《巴門宣言》第一條中都清晰表明了信仰社群抵抗倫理

的重心所在。這一信念和主張隨後得到了神學家朋霍費爾

（Dietrich Bonhoeffer）等人的積極回應，成為教會在危機

條件下奮起抵抗納粹的精神動力。29至此，沿着巴特關於

抵抗責任的論述與思路，我們可以總結出其責任倫理的第

一個維度，即負有先知責任的信仰群體要在危機見證中回

應上帝的聖言，首先必須堅信不會再有來自（上帝聖言之

外）其他來源或聲稱自身具有法律效力的主張和要求，有

的只能是聖言見證；其次，即使面對嚴酷的社會生態甚至

充滿敵意的政治權勢，它都必須放棄無為和保守的立場，

無畏地向統治者和公眾言明上帝的誡命。 

 

三、戰後危機與信仰社群的重建責任 
隨着納粹在戰場上的節節敗退，二戰也臨近尾聲。一

九四四年巴特率先加入了「自由德國運動」，與德國共產

黨一起投入援助與重建項目，他自己也成為最早返回德國

講學的學者之一。30此時巴特也在調整自己政治神學思考

                                                             
 29. Karl Barth, “The Reformation as Decision”, in Lewis Spitz (ed.), The Reformation: Basic 

Interpretations (Lexington: Heath, 1962)。針對巴特在三十年代提出的抵抗主張、神學內
涵及其歷史影響的經典研究，參見 Timothy Gorringe, Karl Barth: Against Hegemo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19-120。筆者感謝匿名評審的建議。 

 30. 關於巴特在二戰末期在歐洲各地演講的主題和其他政治參與活動，參見 Busch, Karl 
Barth, Chapter 7；Gorringe, Karl Barth, pp. 16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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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心，從抵抗逐漸轉變為和解、寬恕和接納。與此相對

應，在各種講演和文章中他也更加強調教會的責任是幫助

那些身處困境的鄰舍，特別是戰敗國德國及其民眾。在他

看來，這其中最緊迫的是幫助民眾不僅度過戰後暫時的經

濟與社會危機，還要克服戰敗經歷帶來的信仰危機，重建

起正義、友愛與和平的政治秩序。31這一時期巴特最重要

的政治作品是一九四六年的文章〈基督教社群和公民社

群〉（Christengemeinde und Bürgergemeinde），它標誌着

巴特的政治神學在責任倫理的概念中找到了更加成熟的表

達方式。巴特在文章中延續了此前《教會與國家》

（Church and State）中的議題，進一步討論信仰和政治兩

個社群各自的規範角色和相互關係。他首先指出，從神學

上講，這兩個類型的社群應該是彼此區分和獨立的；而與

此同時，它們也彼此相連並在等級次序上有所區別。32基

督教社群（教會）是同心圓結構中的內環，因為他們通過

聆聽和順服上帝的啟示而見證出上帝的聖言。公民社群

（國家）則是外環，因為他們通常聽從並遵循其他的價值

準則，而其中大多數都屬於社會和文化認同。作為內外

環，兩個社群有着相同的中心，那就是在耶穌基督啟示中

彰顯的上帝國。兩個社群都是上帝聖言的獨特見證。此

外，與聖言的距離也決定了兩個社群的相互關係：離聖言

越近，責任就越大。這意味着教會對國家的責任大於國家

對教會的責任，而其中教會最為重要的責任就是履行祭司

的職責，提醒國家其真正的目的便是榮耀上帝。在實踐

中，一旦承擔起祭司的責任，教會便不能再保持政治中立

或對政治漠不關心： 

                                                             
 31. Haddorff, “Introduction”, p. 13. 
 32. Hunsinger, “Barth, Barmen, and the Confessing Church Today”, pp.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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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可能涉及多少人為失誤和暴政，國家都不是罪惡

的產物，而是上帝用來護理世界和對付人類罪惡的一種手

段：它是上帝神聖恩典的工具。公民社群與基督教社群有

着共同的起源和中心……它的存在與耶穌基督的王國並沒

有分開；它的基礎和影響也不是獨立的。它在教會之外，

但不在基督的統治範圍之外—它是基督國度中的一個部

分……。然而，這使一件事情變得完全不可能，那就是基

督徒決意成為政治冷漠的群體，或者變成非政治的基督

教。教會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對事關自己責任的政治秩序

漠不關心或保持中立。這種冷漠相當於《羅馬書》十三章 2

節中教導的反面，這是違抗神所設立的—違抗的人自招

懲罰。33 

 

從上述引文可見，這裏巴特已然超越了自己先前的立

場，更加強調教會在敦促國家朝着特定方向發展方面的積

極角色。教會通過禱告、順服和福音見證，以及在此基礎

上的倫理判斷和政治宣告，「在各種特定情形下選擇並期

待更好的政治制度，並根據其選擇和期待在一處提供支

援，在另一處進行抵抗」。因為「（教會）正是從自己的

中心做出了這樣的區分、判斷和選擇，以及從同一個中心

出發而必然採取的現實抉擇中，才表現出對公民社群的

『服從』並履行了自己分擔的政治責任。」34換言之，在

提醒國家其由上帝預定的目標和功能的過程中，教會便活

出了作為上帝見證的信仰社群對政治責任的承諾。 

作為見證上帝國的外圍群體，國家在尋求平衡個體和

共同體所主張的權利和責任時，建立起了作為正義國家的

                                                             
 33. Barth, Community, State, and Church, pp. 156-157。此處聖經經文出自中文標準譯本。 
 34. 同上，頁 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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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為此它必須提防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兩個極端，因

為它們將破壞真正的自由和責任並導致國家陷入無政府或

極權主義狀態。其後果是保護並限制人類自由的法律遭到

否定。而對巴特來說，正是這部具有雙重職能的法律，才

使國家成為公正與和平秩序的守護者。他稱這種類型的國

家為正義的憲政國家（just constitutional state）。得益於憲

法的超越性，這類國家沒有例外地保護並限制每個公民，

同時確保其權威不受統治個體或群體專斷政策的影響。為

了使憲政國家正常運轉，巴特提醒在實踐中必須滿足兩個

條件。首先，世俗法必須以道德法為基礎，這意味着世俗

法必須服從滿有恩典的上帝誡命。要獲得關於上帝誡命的

知識，國家便需要見證聖言的教會提醒它真正的中心和呼

召。其次，它必須保障公正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為此需要

建立三權分立的制度。35巴特認為，通過立法、行政和司

法部門的合作，憲政國家可以在實踐中成為捍衛人性的堅

實制度基礎。 

除卻同心圓的政教關係設想，文章的真正創新之處是

提出了十二個具體的類比性實例，它們將基督教社群和公

民社群在實踐中緊密聯繫在一起。36巴特力求使每個類比

都深深植根於基督教教義，而它們的基石則是上帝在道成

肉身的選擇中捍衛人性的行動。對此他堅信並宣稱道， 

 

因為上帝自己成為人，人才成為萬物的尺度，個人只

能並且必須在某些情況下只為他人犧牲。即使是最卑微的

                                                             
 35. 同上，頁 150-151。 
 36. 巴特在一九三九年發表的《當今的教會與政治問題》中更早嘗試使用了這項類比方案：

Karl Barth, The Church and the Political Problem of Our Day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39), pp. 74-76。關於類比方案的神學內涵及其在巴特教義神學中的獨特地位，參見瞿
旭彤，〈「敢於成為同比」：巴特政治神學初探〉（二一四年第九屆神學人團契年
會報告論文，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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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是他的自我中心，而是他的人性）也必須堅決捍

衛，以防一切出於「高尚理想和事業」而推行的專制。人

不是為理想服務；理想必須為人服務。37 

 

基於此，巴特提出了首要的實踐方案，即公民社群應

力爭在具體處境下保護人的尊嚴，同時避免被抽象的理想

或原則引入歧途。接下來，他繼續根據責任倫理的構想制

定出其他類比方案，牢固地將兩個社群聯結起來。例如在

第三條中他強調，信仰群體的責任倫理要求支持社會正義

的行動，即由於教會見證了耶穌基督來尋找並拯救失喪者

的事實，為此它必須在政治領域支持社會正義。因此，它

要始終倡導公民社群對其弱勢成員的政治責任。巴特建議

「在各種社會主義可能性之間進行選擇（社會自由主義、

合作主義、辛迪加主義、自由貿易、溫和或激進的馬克思

主義？），它總是能選擇一種可以期望最大程度實現社會

正義的運動（並將所有其他考慮放在一邊）。」38 

又如，在隨後的第四至十條中，巴特逐一申明了信仰

群體作為以基督為首的自由、平等和彼此服侍的團契，必

須在政治生活中踐行出與此相關的一系列責任行動。例

如，由於教會是由上帝聖言呼召而組成的自由人的團契，

它必須肯定生活在公民社群中的每個公民基本的政治、社

會和宗教權利。因此，它要始終拒絕任何形式的專政實

踐，而後者在極權主義或威權國家中最為明顯。由於教會

是只有一個頭也就是主基督的基督徒社群，因此它必須將

其對公民個人的權利主張與其政治責任聯繫起來。因此，

它有充分的理由超越激進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使它們

                                                             
 37. Barth,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the Civil Community”, pp. 171-172. 
 38. 同上，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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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膺於法律面前的個體和共同體的福祉。再者，由於教會

成員具有受同一個聖靈洗禮的平等身份，它必須在政治領

域支持平等的自由與責任。因此，它要始終拒絕任何基於

種族、階級、性別或宗教信仰的理由歧視其公民的國家。

最後，由於教會是由聖靈的各種恩賜和服侍所塑造的群

體，因此它必須主張對國家權力進行制衡。只有在這樣一

個公民社群中，不同的人才可以分工履行不同的職能和開

展服務，公共事業的精神才能得以彰顯。巴特特別強調，

教會應當在這一方面啟發和引導國家。與此相關的，因為

作為基督門徒的教會成員的責任是服侍而不是統治，所以

它應該辨別國家使用權力的方式：只有服務於法律權威的

權力才值得稱讚；相反，那些將赤裸裸的權力凌駕於法律

之上的國家將會招致暴亂甚至滅亡。 

經由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提煉出巴特在面對危機處

境時所闡明的責任倫理的第二個維度，即隨機和暫時的政

治判斷遠非信仰社群的關懷，作為上帝祭司的後者真正需

要持續關注的是公正、自由、平等和負責任的共同生活樣

式。對他而言，正是這種共同生活的願景促使教會對更大

範圍存在的公民社群負責。我們可以發現，在闡述上述關

鍵類比的過程中巴特正在探求一種基督教政治見證的獨特

方式。對此我們可以批評說，目前的清單僅僅提供了基督

教社群在社會政治領域中踐行責任倫理的抉擇和行動的部

分例子，仍有待進一步擴展、深化和具體化。39但我們更

需要認清，將上帝的聖言翻譯成政治語言需要信仰群體履

行祭司的責任與見證。而類比越具體，就越能有效地將基

督福音引向歷史處境中的具體決定。總之，正是通過在實

踐中忠實地見證上帝的聖言，信仰社群對公民社群的樣式

                                                             
 39. 巴特在文中也同意這種看法。參同上，頁 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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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現實承擔起責任。在戰後重建危機下，巴特以負責任的

言行，充分展示出了政治抉擇的倫理向度。如果我們只關

注他教義神學的命題，而忽略具體的政治類比與實踐，那

麼他的思想遺產就會被低估。但我們上文的回顧和討論卻

顯示出，巴特在各種危機生態下的責任行動與論述遠遠超

出了狹隘和抽象的教義範疇，在各種具體的形式中彰顯出

基督徒的見證。 

 

四、結論 
縱觀巴特的政治神學論述，可見責任倫理是其中的核

心主題。回應不同時代的社會生態危機，巴特從兩個維度

依次闡明了這一主題的具體內容。首先，通過解析福音與

律法的關係，巴特界定了信仰社群責任倫理的規範，即見

證上帝聖言的先知行動。其次，通過分析信仰共同體與政

治共同體的關係，巴特指明了作為祭司的信仰社群責任行

動的政治導向與類比內涵。站在責任倫理的立場上，巴特

不僅能夠坦然面對歐陸歷次的危機，更能夠在危機中指明

信仰社群見證天國倫理的先知與祭司的獨特行動方式。正

如巴特隨後在其《教會教義學》（Kirchliche Dogmatik）

第四卷中詳盡闡發的，信仰社群在承擔先知、祭司與君王

（彌賽亞）職分時的責任倫理皆源自在上帝國度視野中耶

穌基督三種身份與事工。作為祭司的耶穌基督，降卑世間

成為奴僕，為罪人帶來稱義的恩典；作為君王的耶穌基

督，活出榮耀與聖潔的典範，為世人帶來成聖的盼望；而

作為先知的耶穌基督，在本族、外邦和仇敵中宣揚上帝公

義與慈愛的作為，為他的子民帶來救贖和解放的信息。在

類比的意義上，信仰社群見證並且效法耶穌基督，在社會

與政治生活中宣揚公義、自由與慈愛的聖言的啟示，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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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效法耶穌基督去揭露、糾正、化解各種人類體制與

行為中的不義、奴役、仇恨。40由此可見， 當我們通過分

析充分展現出巴特在責任倫理表述中連貫一致的教義立場

和高度處境化的政治主張時，便有理由拒絕多倫等人在前

文中的批評，反而可以肯定巴特對現代公共生活及其願景

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對漢語神學界而言，本文的分析有助理解巴特責任倫

理與行動的豐富內容之於教義神學與政治神學的獨特意

義，並闡發其責任倫理之於信仰社群的實踐潛力。首先，

信仰社群的責任倫理必須以真正的人性作為其源頭。為了

在見證中回應危機條件下的複雜現實，信仰社群必須首先

在禱告中被上帝的聖言更新。作為信仰共同體的教會必須

順服先知性的聖言，也就是耶穌基督關於喜樂、應許和訓

誡的信息。然後它將在其危機見證中獲得新的力量，並與

政治共同體建立起責任的關係。在其具體的倫理考量、判

斷和行動中，教會將行使其祭司的職責，提醒國家作為上

帝工具的角色是捍衛共同生活中的人性。此外，在禱告、

佈道和宣講的實際行動中，教會作為見證上帝的內環群體

將向作為外環的國家展現出耶穌基督的工作。巴特堅信，

每當教會忠實而順服地回到其源頭時，它都將自由並且自

信地面對政治與社會生活的呼召。這是基督徒面對危機時

責任倫理行動的基礎；其餘一切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40. 根據巴特研究的權威學者戈林（Timothy Gorringe）的總結，巴特於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

撰寫《教會教義學》第四卷和解論時，將耶穌基督的三重職分作為整卷的主體結構並據
此安排各章主題，以此來批判回應戰後歐洲資本主義社會上升期中暴露的政治、社會、
文化與更為根本的人性困境。參見 Gorringe, Karl Barth, Chapter 6。關於巴特類比方法的
基本原則及其在政治神學中的用法，參見 Haddon Willmer, “Karl Barth”, William 
Cavanaugh & Peter Scott (eds.), 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olitical Theology (Hoboken: 
Wiley Blackwell & Sons, 2019), pp. 132-135。筆者感謝匿名評審對此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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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其形式意義上，責任倫理必須被視為存在於

具體形式中的人性的守護者。巴特的規範性陳述清楚地表

明了這種形式特徵。在具體的類比個案中，他指出共同生

活的至關重要性，並在制定和保護個體和共同體的人性時

將一種獨特的精神注入具體形式中。正是這種共同生活的

精神解釋了他對人類自由和責任的神學關注，對平等、正

義、和平與友愛的民主治理方式的守望，以及他對尋求激

進的個人主義或集體主義及其潛在危機的質疑。最後，在

其內容方面，巴特則認定人們出於責任呼召對憲政、民主

與社會公義的追求，可以在個人和集體形式的基督教政治

見證中加以確認。在類比的意義上，這種負責任的行動可

以在上帝的國度倫理中尋得源頭，在其中，作為上帝聖言

的耶穌基督呼召基督徒在各種美德實踐中成為他負責任的

見證。總之，通過將公共政治參與轉化為道德實踐，並將

道德願景投射到政治事業上，巴特將基於教義神學的責任

倫理與以共同生活為目標的政治實踐有機融合在了一起，

使其成為我們應對危機時的思考與行動指南。 

那麼，巴特的責任倫理可以如何幫助我們反思開篇提

及的由疫情危機所引發的核心問題？我們認為，在巴特關

於政治神學長期思考與寫作的背後，是其所秉持的堅定信

念：對信仰社群來說，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聆聽和遵行聖

言。在當今公共衛生危機的陰影之下，巴特的責任倫理仍

在提醒我們，但凡政治共同體受制於各中危機蛻變成為極

端個人主義或極權主義的工具時，信仰社群應當保持的清

醒立場。一方面，肩負祭司職責的信仰社群，面對各種名

義的政治強權和意識形態，首要的任務是警示人們避免滑

入意識形態的陷阱，淪為權勢利益集團用來進行自我維繫

和鞏固的工具。另一方面，作為見證上帝聖言的先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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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社群更有責任揭露各種政治權勢所特有的偽裝屬性，辨

明正義與不公、自由與奴役、真實與謊言、包容與排他、

友愛與爭鬥的差別，借此向世人指明真正維護人性尊嚴的

共同生活願景。誠如劉小楓曾經告誡：「在今天，儘管仍

有一些世俗權威和世俗運動還帶着神聖的口吻，對不少知

識人還具有相當的魅力，然後，這種魔魅大多只靠與政治

權力結謀的意識形態話語來維持。一般而言，由神聖化了

的世俗運動導致的血腥，已使世俗運動及其領袖們的神聖

失魅。不過，就一場災難而言，事後清醒無濟於事，重要

的是，在一開始就保持清醒。」41 

最後，對那些關心國家與社會命運的人們來說，巴特

的責任倫理又可怎樣啟發我們分辨危機環境下的各種實踐

方案？在當下影響社會和教會生態的各種聲音中，首當其

衝的是默認和抗爭兩種針鋒相對的取向，對其加以辨析顯

得尤為迫切。在高壓政治下，很多人認為教會應當與政治

保持距離，或選擇在政治權勢下順服，因為政治參與並非

教會所領受的福音使命。但基於上文的分析，我們認為這

一立場並不可取，因為這極易導致信仰社群盲目地接受主

流意識形態或逃避認真面對政治現實，兩者都會使教會喪

失向人們揭示真相的能力，客觀上將愛人如己誡命中的政

治與社會意義人為地摒棄。但是，與此相對的反抗策略是

否就是正確的選擇？在我們看來這同樣是不可取的。因為

包括政治權勢在內的各種權勢在歷史上已經被耶穌基督的

工作一次性地勝過了。透過在權勢之下的道成肉身、毫不

妥協卻仍然順服至死，耶穌基督徹底打碎了各種權勢的代

表自我榮耀的道德假相。在這一意義上，耶穌基督在十字

                                                             
 41. 劉小楓，〈上帝就是上帝〉，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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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上的受死正是他得勝的標誌，藉此他向世人展示了脫離

權勢的轄制而獲得自由的人性典範。 

因此，信仰社群當下的使命不是去與權勢征戰，而是

在權勢面前勇敢地宣稱耶穌基督已經得勝的作為；並且時

時提防不要被權勢所引誘，而偏離了自身的使命。當下信

仰社群真正需要的或許是坦誠地自問：是否願意蒙召參與

到危機之中，在信徒群體內外的公共空間中去分辨、揭露

和更新大眾對共同生活的扭曲認識；當為此遭到來自大眾

的孤立和誤解時，是否願意坦誠分享這項行動與其福音使

命之間的關係；當因為澄清權勢的本來面目而受到執政者

的潛在威脅時，是否願意坦然承受其中的代價。正如巴特

所深信的，促使信仰社群批判參與的理由只有耶穌基督自

己，因為他呼召我們不要被世界上的各種權勢所轄制，而

是面向世界努力活出一種與眾不同的責任倫理，一種唯有

在上帝國度中的愛與自由。只有當信仰社群如此行的時

候，才有機會服侍周圍的人們，同時喚醒他們自由與愛的

勇氣去追求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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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and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 outbreak 

of the pandemic is exacerbat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crises, and 

the common life ideals and practices are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In this context,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the theologian Karl Barth, reflecting on his ethics 

and the Christian community’s actions of responsibility. 

Specifically, it approaches this issue from two dimensions. 

First, by illustr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spel and the 

law, Barth defines the ethical norms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that is, the prophetic action which 

witnesses to the divine Word of God. Second, by expou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and the civil 

community, Barth points to the priestly action of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with its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analogical 

expressions.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Barth’s ethical thinking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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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ility in the face of various crises, featured by a 

coherent doctrinal stand and with highly contextualized 

political propositions, will inspire us to venture ethical practices 

with a vision of the common life here and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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